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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杜诗》：三重文本张力下的“诗史”建构

侯体健

内容提要 《集杜诗》是文天祥生命晚期对自我经历认真审视后的结果，他利用组

诗结构，贯注强烈“诗史”意识于其中，使文字游戏转向宏大主题；又撰写大量“简而有法”

的小序，改变了集句诗集性质，让“副文本”小序成为了中心文本。同时，他通过顺承语境、

改变语境、切断语境多种方式，将杜诗成功转化为自己的诗句，在集句与杜诗原文之间

建立了复杂而紧密的“互文性”关系，而其背后隐藏的，则是文天祥与杜甫在精神世界

的“互文”。《集杜诗》由此也就成为了文天祥临终前重塑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集杜诗》；集句；文天祥；诗史

元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文天祥囚禁大都，

狱中因有感于杜甫诗歌“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

为代言之”（《集杜诗》自序）［1］，而集杜甫五言，

以成 200 首绝句《集杜诗》。他在自序中，特别提

及“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

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

也”［2］，赞誉杜甫以诗纪实的“诗史”精神；接

着又说“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

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

庶几有考焉”［3］，显然把继承发扬杜甫的“诗史”

精神，作为这组集句作品的核心价值所在，无怪乎

后人径将此集称作《文山诗史》［4］。

《集杜诗》被视为“诗史”，既是对文天祥集

句创作的肯定，也是对“诗史”命题的丰富［5］，

因为在此之前，还未出现将带有强烈游戏色彩的集

句诗与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诗史”称呼联系起来

的先例，此后，也不再有如此典型的作品。这 200

首集杜诗，艺术地反映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宋季士

大夫群体的亡国之痛与战乱之苦，是诗艺传统与时

事书写的结合体，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界早已注意

到《集杜诗》在集句诗史上的特殊意义，强调它专

集一家（杜甫）和专集一体（五言）相结合的特色；

而且《集杜诗》善于利用小序记录历史事件，也让

其成为宋末史料的重要补充；又由此可追索文天祥

对杜甫“诗史”精神的承袭，以及他的诗歌学杜历程。

这些认识角度，是当前《集杜诗》研究的主要方面［6］。

不过，如果只注意其中一端，而不留意文本内部形

成的特殊张力和彼此勾连的内在关系，则不能揭示

此集动人心魄之关键。深入分析此集脉络纹理，我

们可以发现，它是将文字游戏与宏大主题、史实叙

事与情感抒发、诗歌经典与自我创造三重冲突有机

融合一体，是“一人之史”与“一国之史”的艺术

再现，从而构成了充满多种紧张感的历史画卷与文

学文本。那么这三重张力是如何体现于文本之中，

它们又是怎么相互交织，并且建构起具有“诗史”

特征的集句组诗的呢？这是本文试图阐述的问题。

一 “集句”与“诗史”：文字游戏
  如何转向宏大主题

集句是我国诗歌史上出现的特殊创作类型，它

以一个诗句而非字词作为作品的基本构建单位，由

此排列组合以成新作，并获得与诗句原作不一样的

审美效果和表意指向。集句诗自西晋开始出现，到

了宋代异军突起、蔚成大观，特别是第一流诗人王

安石的大量实践（作有集句诗 69 首），不但让“荆

公体”成为集句诗的代称［7］，引起了众多作者的

写作兴趣，而且也使得宋代集句诗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艺术高度［8］。诗人们在创作集句时，大多是游

戏心态，在文天祥之前，诗人们集句之作即使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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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消极的情绪，饱蘸苦闷与幽怨的笔墨，也多带有

戏谑的成分，展现的是作者优裕的才学和游刃有余

的诗歌技巧，比如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这组

集句作品感慨蔡文姬的一生遭遇，所述所叹，“如

蔡文姬肝肺间流出”［9］，浑然天成，委曲入情，

动人心弦，然该作并没有寄寓王安石太多的现实感

慨，只是一类特殊的“代言体”，创作的情感指向

自然仍是游戏。他在其中集了自己诗句 9 次之多，

而且所集最晚近的句子是比他小 25 岁的晁端礼的

《浣溪沙》词，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安石创作《胡

笳十八拍》虽然态度认真，但意义指向并不算严肃。

宋代创作集句诗最多的是释绍嵩，他的《江浙纪行

集句》多达 376 首，在自序中，他也借人之口，说

“谈禅则禅，谈诗则诗，是皆游戏，师何愧乎”［10］，

虽含“感物寓意”之旨，亦必兼“是皆游戏”之趣。

在这样一种戏谑游戏的集句传统下，我们再来

审视《集杜诗》，就不得不惊愕于文天祥的创作动

机与创作目的。他亲历国家飘摇颠沛，直至崖山一

战，流尸漂血，半生奔波，付与海鱼，家国之丧，

其痛可知。如此关系民族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文

天祥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中已经

有了大量的书写感发，他为何再选择集句来表达，

又是通过什么机制让集句在文字游戏的轨道上瞬间

转向，寓史笔与沉思于其中？严肃的题材与戏谑的

形式既融为一体，又形成强烈冲突，这组矛盾如何

化解？张力如何呈现？要讨论这些问题，还得先从

《集杜诗》自序中所透露的文天祥“诗史”观念入手。

黄宗羲在讨论易代之际的诗歌时说“史亡然后

诗作”［11］，这和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

作”之说看似相反，实则都强调了诗歌具备记录历

史的功用。黄氏认为，板荡之际，朝廷原有史官功

能丧失，倘若没有诗人们发挥诗歌的实录精神，重

大事件就可能缺席于文献，乃至消逝于历史长河，

其所举事例，就包括文天祥《集杜诗》：“景炎、

祥兴，《宋史》且不为之立本纪，非《指南》、《集

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可不谓之史乎？”［12］

这种看法，与文天祥《集杜诗》自序中所言一脉相

承。“诗史”的质素，在文天祥看来有两点，一是

“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二是“抑扬褒贬之

意，灿然于其中”，简言之，诗歌要成为“诗史”，

须具有纪实与褒贬两重功能。这种理念，在《集杜

诗》中体现得很充分。

先说纪实。《集杜诗》与《指南录》都有强烈

的纪实性质，但是就创作的心态来说，两者的纪实

又有区别。《指南录》是即时性的记录，随逃随记，

呈现了许多细节与过程，没有经过太多的沉淀与反

思，比如《指南录》有《天下赵》一首，小序记载

有人于树中发现“天下赵”三字，文天祥认为“以

此知我朝中兴，天必将全复故疆。”［13］

这段祥瑞的记录，表达的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忠

臣怀有的美好愿望而已，是在逃亡过程中才可能出

现的文字，绝不可能出现在监狱撰成的《集杜诗》

之中。这里不仅仅是时间和处境的区别，更是心态

与姿态的大异其趣。与《指南录》相较，《集杜诗》

的纪实是文天祥“反刍”后的理性表达，是对苦难

历程带有宏观性的自觉梳理，记载细节偏少，而大

节居多。因为是经过思索后的表达，所以《集杜诗》

的记录就不仅有史料的价值，还带有史评的意味，

《祥兴第三十六》就说：

初，行朝有船千余艘，内大船极多。张元

帅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北

人乍登舟，呕晕，执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疏，

舟工进退失据。使虏初至，行朝乘其未集，击

之，蔑不胜矣。行朝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

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先是，

行朝以游舟数出，得小捷，他船皆闽浙水手，

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摧锋直前，闽浙水手

在北舟中必为变，则有尽歼之理。惜世杰不知

合变，专守常法。呜呼，岂非天哉。［14］

且不管文天祥的“事后诸葛”是否符合实际，这段

叙述与评论，显然是他经历崖山海战之后，痛定思

痛的理性思考所得，故而《集杜诗》中的史笔就显

得更具有思辨色彩，兼具纪实与褒贬两重性。

再说褒贬。文天祥不但在《集杜诗》的小序中

明确抑扬时事，像上文所言对张世杰军事战略的评

价，即是其例，而且还巧妙利用集句的功能予以褒

贬抒发。比如《襄阳第五》一首，没有小序，也没

有在标题中表露情感，但所集四句，态度鲜明：

十年杀气盛，百万攻一城。贼臣表逆节，

胡骑忽纵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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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题中我们可以推断，该诗乃痛指吕文焕，虽为

集杜，而能字字落实，技艺不可谓不高超，真是“但

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16］。吕文焕坚守襄

阳六年余，“十年杀气盛”最终抵不过蒙古军“百万

攻一城”的强力围攻，只得投降蒙古，在文天祥看

来已堕入“贼臣”之列；不但如此，吕文焕投降后

转而“表逆节”成为攻宋急先锋，蒙古大兵势如破

竹。这里的褒贬之意，完全依赖杜甫的诗句来完成，

比用标题、小序来表达，更能彰显集句内在的杜甫

“诗史”精神。

文天祥的“诗史”观，是他后期诗歌创作的重

要指导思想。史之观念，在狱中的文天祥脑海里，

已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其所著《系年录》就是典型

表现。而无论《指南录》、《吟啸集》还是《集杜

诗》，也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创作出来的。故而，

与前两者相比，《集杜诗》的“诗史”内涵特殊之

处，恐怕还不在纪实与褒贬，而在独特的形式。

据统计，杜诗现存约 1450 首，其中各类五言

诗共约 1050 首，《集杜诗》采源 380 余首，占杜

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而采集率前五名依次是《八

哀诗》（45 次）、《北征》（20 次）、《遣兴五首》

（18 次）、《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13 次）、

《后出塞五首》（13 次）。这些作品都是意兴浑茫、

朴拙有力的五言古诗，集中表现出“沉郁顿挫”的

杜诗格调，在内容上也颇具“诗史”意蕴。考虑到《八

哀诗》、《遣兴五首》和《后出塞五首》都是组诗，

文天祥所集非出于一首而已，若仅以首为单位计，

那么高居榜首的当数《北征》。这篇作品是杜诗中

融叙述与议论为一体的杰构，或称其“书一代之事，

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17］，或誉

之“如太史公纪传”［18］，或言“似骚似史，似记

似碑”［19］，都突出了该诗具有史传意味的叙事性，

是杜甫“诗史”作品的代表。可见，文天祥采诗而

集中于此，并不是偶然现象，而在于《集杜诗》的

旨趣与杜诗某些诗篇内在精神的契合。前文已及，

集句诗的基本构建单位就是句子。诗句本已具有的

字面意义与美学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与影响着

集句作者的表达意图和集句作品的文本呈现。集句

作者必须主题先行，并设置相应的美学标准，才能

在海量的备选诗歌中找到合适风格与合适意义的句

子；而另一方面，选取的句子又必定对作者预设的

主题，产生一定的反作用。也就是说，要表达的主

题与选取的句子之间，是互相作用的双向关系。杜

甫诗歌风格多样，即以五言诗而论，也绝非单一的

朴拙简质、沉郁矫健，还有清新明快、绮丽精工，

乃至俚俗浅切诸格。可以假设，文天祥选取的若是

杜甫偏于绮靡流丽的诗句，它所呈现出来的总体风

格将会如何，能否与要表达的主题和谐一体？答案

是明显的。试看王质的一首集杜五律：

田舍清江曲，柴扉扫径开。野花干更落，

水鸟去仍回。渺渺春风见，冥冥细雨来。幽栖

身懒动，坐稳兴悠哉。［20］

诗题《集杜子美句赋所居》，与《集杜诗》相较，

虽同是五言，但因主题不同，所重在于自然之景与

悠然之态，故而作者选取的杜诗诗句偏向清丽一格，

整体所呈现的美学意蕴自然与《集杜诗》所要呈现

的亡国之痛相迥。从这一点来说，文天祥所采杜诗

“母文本”的整体风格与价值旨趣，是《集杜诗》

由文字游戏最终转向宏大主题的先决条件。

除了作为最小结构单元的诗句，《集杜诗》的

组织构架也为其整体呈现重大历史事件做好了铺

垫。刘定之述此集结构：“首述其国，次述其身，

次述其友，次述其家，而终以写本心、叹世道。”［21］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天祥作此集必定是先有整

体框架、先有主题设定，才开始集杜诗以明志、以

记史的，他的创作应该不是遵循情感，而是遵循理

性的结果。有了理智的总体框架设定，他对这段史

实的梳理才得以借集句而完整呈现。我们可以将

《集杜诗》所列《出使第五十六》至《行府之败第

七十四》19 首诗的内容，与《指南录》相对照。

二者叙述起止时间基本一致，事件大体也相呼应，

但《指南录》收诗非常丰富，是原生态的纪行之作，

记录的是作为诗人的文天祥在战乱中的所思、所感、

所遇，是大变局背景下的诗人历险记；而《集杜诗》

这 19 首诗则更多地呈现出宏大历史背景下，个人

与国家的关系，隐藏的是细节，凸显的是作为战士

的文天祥追随流亡政府的斗争历程，是个人眼中的

历史大变局。《指南录》是个人经历之片断，《集

杜诗》因为有了理性的结构安排，便是首尾完具的

南宋行朝覆灭史了。这种纲目了然而叙事密集的组



142

2019 年第 3 期Literary Review

诗结构，将本来纤巧的集句艺术引向了广阔而悲壮

的历史图景。

可以说，正是文天祥“诗史”观念的强力灌注、

“母文本”来源的价值旨趣以及组诗的整体性结构，

让《集杜诗》的游戏色彩淡化，而被浓厚的历史精

神与深沉情感所笼罩，具备了为严肃的宏大主题服

务的条件。当然，这些条件还依赖一个更关键、更

核心的因素，才能最终完成集句的“诗史”转向——

那就是以每篇集句前的小序为主体的“副文本”。

二 谁是“副文本”：抒情与
  叙事冲突下的《集杜诗》

所谓“副文本”［22］，简单来说即是指围绕在

文本周边的依附性文本，它蕴藏着许多正文本没有

的信息，为读者理解文本提供了阐释路径和意义指

向。在《集杜诗》中，一般所言的副文本包括四个

部分：自序（也可称书前“大序”）、标题、小序、

注文。正是因为这些副文本的存在，让我们能够充

分理解文天祥的《集杜诗》意义所在。倘若没有文

天祥在自序中阐述他的集杜动机、交代创作环境，

没有标题指明每一首集句的主题，也没有小序说明

每一首的历史背景或人物履历，那么《集杜诗》就

将沦为一堆纯粹展示文天祥集句艺术技巧的封闭文

本，其中的历史意蕴、士人精神乃至意义指向都将

是空洞苍白的。毫不夸张地说，《集杜诗》的精神

价值完全依赖副文本而有文字游戏向“诗史”的转

变，副文本是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可将《集杜诗》

与另一集杜作品《胡笳曲》相比较，即可见出副文

本的“魔力”。

《胡茄曲》在集句艺术上毫不逊色于《集杜诗》，

甚至某些具体作品来看，其巧妙浑融之处还在《集

杜诗》之上，但它绝无“诗史”之名实。和《集杜

诗》一样，《胡笳曲》也是以组诗形式专集杜甫诗

句而成，共集 160 句，以七言为主（148 句），五

言为辅（12 句），单首的篇幅多则 14 句，少则 8 句，

亦可谓集句之鸿篇。与冠名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原作不同，也和王安石集句《胡笳十八拍》相异的

是，文天祥此作看似写蔡文姬，实则仅仅是借蔡、

杜的躯壳，抒发自己的怀抱，全诗从口吻到情感和

蔡文姬、杜甫都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

《颐山诗话》就指出：“文文山亦有《十八拍》集句，

意不逮荆公，其体制、声气，俱非文姬口中语。”［23］

《胡笳曲》组诗也很讲究结构，大体而言一至六拍

写遭乱被掳，七至十一拍写异域怀乡，十二至十七

拍写思子之情，第十八拍总结全诗。脉络与蔡文姬

原作基本一致，与文天祥自己的身份处境也颇相合。

但是倘若深究一下，诗歌的指向性就显得不太明了，

比如第四拍：

黄河北岸海西军，翻身向天仰射云。胡马

长鸣不知数，衣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惨惨天欲

雨，前有毒蛇后猛虎。欲问长安无使来，终日

戚戚忍羁旅。［24］

《胡笳曲》的篇幅都较《集杜诗》长，四联八句的

七言诗，信息容量比五绝扩大了好几倍，此诗最后

一句透露了主旨，乃是伤羁旅。由此再回看全诗，

第一联是泛写蒙古军队，第二联是写蒙军攻宋，第

三联似是写自己逃亡，第四联写囚禁异邦。这种解

读总体自然不错，可是，若问文天祥经历战事无数，

这首诗中究竟是指哪一次“胡马长鸣”？恐怕就无

法坐实了。因为文天祥没有任何其他信息透露此诗

所指，有叙述意义的副文本（小序）是缺席的，我

们仅凭所集杜诗，根本无法推断其具体指向，只能

笼统言之。然在《集杜诗》中，同样的情形，所指

却是非常确切的。《镇江之战第十八》云：

海潮舶千艘，肉食三十万。江平不肯流，

到今有遗恨。［25］

如果仅看文本，我们只能推测这是一次水战（有

“舶”之意象），失败方败得很惨烈（所谓“肉食

三十万”），作者的立场是在失败一方的（所谓“遗

恨”）。但小标题已指明，这是写“镇江之战”，

标题指引了集句诗的意义方向。若仅有标题，或许

我们通过其他史料记载，也能够推测解读这首集句。

不过，更清楚的是，此诗有小序，由此序再结合标

题，我们不但知晓了诗歌所指是镇江之战，还了解

了此役具体经过。特别对“江平不肯流，到今有遗

恨”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原来“江平不肯流”一句

并非泛泛集来，而是真正反映出当时“世杰多海舟，

无风不能动”［26］的现实情况。有此小序，事件的

经过得以清晰呈现，文天祥的“遗恨”，也更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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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读者的共鸣了。因小序而明了全诗意蕴所在的情

况，在《集杜诗》中俯仰皆是，成为此集不同于其

他集句组诗的最大特点。

以上的对比充分说明，小序在《集杜诗》的整

体意义构建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没有小序的《集

杜诗》，充其量是另一风貌的《胡笳曲》而已，虽

情感指向明确，但事实指向不具体，无法清晰还原

相关史实，更不可能完成“集句”向“诗史”的转

变。不过，我们也应当指出 200 首《集杜诗》中，

配有小序仅有 105 首，所占比例一半多一点点，尚

有 95 首作品是无小序的。然而分析这 95 首无序之

作，会发现它们带有一定的共性，除了少部分是同

一主题承前省略外（如《南海第七十五》有长序，

《南海第七十六》即承前省略了），绝大多数无序

之作是纯感叹性质的作品，比如《第一百五十九》

“人生无家别，亲故伤老丑。剪纸招我魂，何时一

樽酒”［27］，全诗都是感慨之言，无本事可叙，连

标题也只是统摄于一百五十六下的“思故乡”主题

下。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无序之作多集中在《集

杜诗》的后两部分，因为后两部分是文天祥怀恋家

乡、感叹世道之作，集中抒发的就是内心感受，并

不指向具体事件。质言之，无序的作品基本都是停

留在较为单纯的抒情层面的作品。这样，一个核心

问题也就浮现出来，那就是集句文本内在地倾向于

抒情，其功能也是长于抒情。也就是说，我们如果

把所有的序文全部拿掉，《集杜诗》就只是一部感

叹集而已，叙事因素变得可以忽略不计，抒情因素

占据了绝对中心的位置。正是因为集句是倾向于抒

情的，所以作为副文本的小序才承担起叙事的功能。

如果文本本身就是叙述性较强的作品，现实指向明

确，能融纪事、议论、抒情为一体，那么副文本的

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比如杜甫的《北征》，即使

它取名“无题”，也丝毫不影响我们通过此作去理

解杜甫的想法以及它反映的那个时代。所以，当我

们充分肯定《集杜诗》序言、标题的重大作用的同

时，其实也就从一个反面说明了无法准确叙事是集

句诗天然的缺陷所在。

如果承认以上推论，那么，转换视角，回到文

天祥自序所言“后之良史，庶几有考”的目的，单

纯从“史”的角度来看，作为“副文本”的小序才

是文天祥真正要传递的内容。换言之，从抒情或艺

术的角度看，《集杜诗》自然是以集句诗为中心文

本；但从历史记录的角度看，我们不得不将小序看

作此集的中心文本，集句诗由此也就从中心走向了

边缘，变成了点缀。中心与边缘因为视角的不同，

而互换位置，谁是谁的“副文本”，边界变得模糊

起来。甚至可以说，一种新型的跨文本关系，在《集

杜诗》中有趣地表现出来。叙事与抒情的紧张感，

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集杜诗》文本张力的重要维度。

我们不妨试看一例。《南海第七十五》完整的

小序与诗：

予被执后，即服脑子约二两，昏眩久之，

竟不能死。及至张元帅所，众胁之跪拜，誓死

不屈。张遂以客礼见，寻置海船中，守护甚谨。

至厓山，令作书招张世杰，手写诗一首复命，

末句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声名照汗青。”

张不强而止。厓山之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

无以胜堪。时日夕谋蹈海，而防闲不可出矣。

失此一死，困苦至于今日，可胜恨哉。

开帆驾洪涛，血战乾坤赤。风雨闻号呼，

流涕洒丹极。［28］

此诗写文天祥被捕后的遭遇，是其一生中最为关键

的时刻。序言详细铺叙了自己被捕后的反应，以及

被张世杰带上船，亲历崖山海战、目睹行朝覆灭的

感想，并特别提到了他那首著名的《过零丁洋》中

的句子。“后之良史，庶几有考”，所能考者，自

然在此序提供的具体历史信息；而在读者，此序较

之《指南录》所叙同一经历，尽管少了一些惊心动

魄的情节，但仍是我们真切贴近文天祥的历史遭遇

与内心感受的重要文本。阅读此序此诗，序才是获

得史实、感受心灵的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载

体，而集句之诗，虽然妙巧无痕，从“血战乾坤赤”

的战事写到“流涕洒丹极”的情感，更多也只是提

升了表达的艺术性，唤起了读者对文天祥遭遇更强

烈的同情之感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其将

《集杜诗》看作是一部集句诗集，不如将其看作是

文天祥的一部诗文合集。小序作为单篇文章的艺术

价值与史料价值，在《集杜诗》中都展示出引人注

目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集杜诗》中的小序，描述性语言偏少，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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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语言较多，与《指南录》的小序比较，生动性固

然缺乏，但叙述的节奏感却很强，明白洗练，言简

意深，表现出史传文字特有的节制、冷静的美学特

质。比如从《去镇江第五十八》到《自淮归浙东第

六十一》的四篇小序，所叙述的内容连缀起来就是

《指南录》卷三、卷四两卷近 130 首诗歌所记录的

历程。在《指南录》中，文天祥的历险与磨难，展

现得生动翔实而真切可感，荡气回肠的场景如在目

前，情感非常强烈，特别是“定计难”到“入城难”

一段，真可谓波澜起伏而九死一生。然在《集杜诗》

中的小序中，此段所叙不过聊聊数笔，我们能够明

显体味到文天祥在小序中表达的克制感，字字血泪

的沉重被有意地安排在短小的篇幅中，所谓“余时

日夜在死亡中，惊惴危惧，饥饿无聊。人生逆境有

如此者，哀哉”（《行淮东第六十》小序）［29］。

事后的抒写比起事中细大不捐、感慨万端的记录，

更蕴含着一股一字褒贬的历史精神和书写力量。

《集杜诗》的小序有不少堪称是“简而有法”

的史传，除了记叙历史事件，还为专人立传 43 篇，

近似正史中的纪传体，姓名确凿者 36 位（亲人除

外），后人就从中读出了文天祥特有的史笔［30］。

如明人钟越曾评点《集杜诗》，其中评《赵太监时

赏第一百一十九》小序就颇有意味。据《宋史·文

天祥传》记载，赵时赏曾冒充文天祥以吸引蒙军，

掩护文天祥逃脱［31］。叙述生动，如是亲见。而在《集

杜诗》中也有《赵太监时赏第一百一十九》小序［32］，

却只字不提赵时赏掩护自己逃脱一事，以至钟越怀

疑《宋史》之谬，评曰：“空坑之败，时赏走吴溪

被执耳，可见史传之谬。若公以时赏故得脱，此必

叙出。”［33］在钟越看来，文天祥在《集杜诗》中

的史笔，是有《春秋》般之意味的，其序不及掩护

一事，《宋史》所言便很可疑，《集杜诗》的真实

性远胜于《宋史》。我们检视钟越批点《集杜诗》，

其评语约 60 则，除了《祥兴第三十八》“借他人口，

写自己兄，天成妙句”，《张制置珏第十五》“先

生有心，子美言之；先生重义，子美道之”，《自

淮归浙东第六十一》“颠离惨苦，子美先为写出”

等少数几则是感慨文天祥集句之妙外，绝大多数都

是批点评论小序所记史实。如此而言，在钟越这样

的读者这里，《集杜诗》的集句艺术并非关心重点，

所述史实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这样的读者想必

不在少数。

综上可见，许多时候《集杜诗》中小序的吸引

力已经胜过抒情的集句，集句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小

序的附庸，似乎只是将序文之事诗意化的路径而已。

一般意义上的“副文本”——小序，变成了读者阅

读此书的中心文本，《集杜诗》也就从倾向于抒情

的集句诗集变成了一个融合作者情感与记录历史事

实的双重文本。这种奇妙的转化，充分体现出叙事

与抒情两大因素在《集杜诗》中的张力。

三、重叠的“互文”：杜甫的
  句子与文天祥的精神重塑

在《集杜诗》的副文本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存

在，那就是注文。这些注文准确地标示了每一句诗

在杜集中的原标题（长题则缩写）［34］。从创作的

角度看，这种标注自然展示了文天祥内心世界与杜

甫诗歌的对应关系。而在读者来说，它一方面是于

事实层面指明了集句的来源，另一方面则是不停地

在提醒读者《集杜诗》文本与杜诗的高度关联性，

集句即使再怎么浑融一体，都会因了注文的明确标

示，而不得不让读者清晰认识到它的集句性质，强

调着杜甫的永远在场，从而让两种声音在读者耳边

交互回响，一个是五百年前的杜甫，一个是眼前的

文天祥；特别是熟悉杜诗的读者，更可能在注文密

集的提示下，穿梭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空，感受到

两种力量的激荡。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不得不指出

《集杜诗》中另一个文本张力，即所集之句与杜甫

原诗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所包蕴的杜、

文两人在精神上的呼应。

法 国 符 号 学 家 朱 丽 亚· 克 里 斯 蒂 娃（Julia 

Krinsteva）曾提出“互文性”概念，指出：“任何

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

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35］她的理论被广泛接

收并多有发展，法国作家菲力普·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即阐释说：“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

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

移和深化的作用。”［36］“互文性”理论如今已被

广泛运用在各类文学研究之中，而集句诗的存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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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就是这一理论极为典型而生动的脚注。《集杜诗》

与杜甫原诗之间的关系，恰好就是在“镶嵌组合”

的基础上，反复、强调，乃至转移、深化的特殊关

系，集句文本和源文本的互文性展露无遗。从杜甫

的诗句到文天祥的集句，这些句子因为重新拼接镶

嵌，从而完成了意义的转移和改变，举其大端而言，

可以有三种关系：

第一种是顺承语境，移植旧义。这种关系在《集

杜诗》中占据了大多数，文天祥能够准确地剪辑、

拼接杜诗相应的句子，以和自己需要表达的意思合

为一体，所集诗句在新作中的语境和在原作中大体

相近。如前文所述《襄阳第五》就是很好的例证，

而这样的例证在《集杜诗》中可谓触目皆是，不胜

枚举。比如《怀旧第一百六》“访旧半为鬼”、《二

女第一百四十四》“床前两小女，各在天一涯”、《弟

第一百五十一》“兄弟分离苦”、《第一百七十》

“天长眺东南”、《第一百八十四》“读书破万卷，

许身一何愚”，等等，都能准确达意，似从文天祥

肺腑间流出，又与杜诗原作语境和语义颇相吻合。

这种关系应该较好理解，此不赘述。

第二种是改变语境，转移诗义。杜甫是诗歌艺

术的泰山北斗，他的诗句很多时候本就充满多层、

多义的内涵，文天祥将他们截取组合，形成不同语

境，诗句所取意义自然也会有相应改变。如《入狱

第一百一》：“行行见羁束，斯人独憔悴。欲觉闻

晨钟，青灯死分翳。”［37］诗句“斯人独憔悴”在

杜甫原诗《梦李白二首》中，乃是用来惋惜李白的

遭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斯人”是

代指对象李白，而在集句诗中“斯人”变成了文天

祥的自称，憔悴者正是囚牢中的诗人自己，这个句

子因了集句全诗语境的变化，而改变了具体所指。

又如《入狱第一百二》：“劳生共乾坤，何时有终

极。灯影照无睡，今夕复何夕。”［38］诗句“今夕

复何夕”在杜甫原诗《赠卫八处士》中，是用来感

叹今日相聚时光的难得，“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

光”，这样的故人重逢之夜充满了温馨，而在集句

诗中，“今夕复何夕”虽然字面意义依然，但感慨

所系，乃在于眼前囚禁之苦，实在凄楚难禁，无法

入眠。同一句诗，从原来的语境中切换过来，与其

他诗句合成了新的语境，字面不变，甚至感叹如旧，

但是内涵已经发生了迁移。

第三种是切断语境，重赋新义。这一情况，较

之“改变语境，转移诗义”，诗句的意义改变更大，

甚至与原语境已毫无关联，杜诗意涵发生了重大变

动，被文天祥赋予了新的内涵。比如《驻潮阳第

七十二》：“寒城朝烟淡，江沫拥春沙。群盗乱豺虎，

回首白日斜。”［39］这首集句诗乃写流亡政府驻兵

潮阳，序云“稍平群盗，人心翕然”，全诗少了一

些战争的紧张感，末句“回首白日斜”是由白日指

向时光，表达的是对战乱何时可以平息的期待。而

在杜甫原诗《喜晴》中“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

要表达的则是与此并不相关的另一层意思，《杜工

部草堂诗笺》即言：“甫自愧昧于所适，不能脱身

晦迹，回首自愧，恨年已老矣。”［40］在杜甫原诗

中“白日斜”是写自己年龄益增而事无所成，显然

与文天祥所要表达的意思很不相同。又如《吉州第

八十一》“泊舟沧江岸，身轻一鸟过。请为父老歌，

歌长击樽破。”［41］诗句“身轻一鸟过”，是杜甫

五言排律《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

诗中用来夸赞蔡希鲁“蔡子勇成癖”的，杜甫笔下

的“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将一个功夫了得

的武将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而在文天祥的这首集

句中，写的是自己被俘北上的所闻所感，吉州乃诗

人的家乡，俘虏过此，心中不免思绪万千，“请为

父老歌，歌长击樽破”是十分沉痛的表达。所以，

这里的“身轻一鸟过”绝非形容勇猛迅捷的武将，

而是由景起兴，写自己泊船家乡，却如眼前的小鸟

飞过，并无痕迹。身之轻，已经不是动作的敏捷如

飞，而是指地位的沉沦、身份的卑微——落为敌营

阶下囚。和杜甫原诗相比，“身轻一鸟过”的句子

在新语境下有了崭新的意义。这种互文关系，看似

最不符合集句的要求，文天祥已经改变了杜诗原句

意涵，是“断章取义”之举；实则不然，倘若没有

对杜诗的万分熟稔，“断章取义”的集句之法，是

最难实行的，或者可以说，文天祥在这里对杜诗的

故意“误读”，才是真正的艺术张力所在，在剪接

拼贴之中蕴藏了作者创造性的表达。

以上三种关系，是《集杜诗》与杜诗原作互文

性的三个作用方向，集句对于原句来说产生了意义

的承续和变异。这种承续与变异，一方面让原作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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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新的意义，丰富了杜诗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

也展现出文天祥对杜甫诗句的理解与把握，是着上

了文天祥色彩的杜诗。集句诗这种引文密集镶嵌之

法，赋予了它和原作之间特有的跨文本关系。当然，

不管以上哪一种关系，在《集杜诗》中最终指向的

仍然都是精神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诗句的互文

背后，还有两位异代知音在精神层面的互文贯穿始

终，文天祥截取了杜甫的精神文本，镶入了自己的

生命之中，重塑了精神世界。

杜甫是宋代诗人普遍尊崇的诗学典范，学杜是

宋诗特色形成的重要源头。不过，在文天祥早期的

诗歌创作中，杜甫的意义并不显得特殊。钱锺书先

生已经指出，以率兵勤王为界限，“这位抵抗元兵

侵略的烈士留下来的诗歌绝然分成前后两期”［42］，

前期风格沉浸于晚宋江湖诗风之中，某些诗句虽也

有杜诗的影子，但只停留在“形”而未得“神”；

后期风格陡然变化，悲痛沉郁的色彩顿浓，与杜甫

在精神上的共鸣，更是加深了诗作学杜的痕迹，尤

以被俘北上途中所作《六歌》（约作于 1279 年 9 月）

为典型标志。这组作品仿《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

七首》而作，从句式、篇章到情感脉络，皆相步武。

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即指出：“杜子美《七歌》

本于《十八拍》，文天祥《六歌》与杜异世同悲。”［43］

从率兵勤王到镇江脱险，从五坡岭被俘到目睹崖门

亡国，文天祥奔波颠沛，似乎并无时间检视自己的

人生，更无暇顾及五百年前的那个漂泊诗圣。直到

国家破灭，被俘北上，他才开始认真地思索起目睹

安史之乱的杜甫来。《六歌》的创作，引爆了文天

祥与杜甫精神世界的强烈共鸣，职是之故，四个月

后便有《集杜诗》的诞生。

文天祥与杜甫都经历了国家的动乱，个人的苦

难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但相异之处也很明显，

从朝廷视角来看，杜甫只是政局动荡的局外人，是

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文天祥却是这幕悲剧的主角，

经受的苦难程度自不相同。可贵的是，被俘的文天

祥从诗圣那里看到了文字之于精神安顿的力量，所

以他一方面感慨老杜“偏是文章被折磨”［44］，一

方面也说“千年夔峡有诗在”［45］，《集杜诗》成

为了这种精神的典型映射。文天祥被俘后的心态十

分复杂，心知自己不得不死，却又速死不成，折磨

纠缠，不可名状［46］。在他生命的晚期，“唯求一死”

的意愿愈为强烈，《集杜诗》的出现意味着他已经

完成了对其所处历史以及精神嬗变的自觉梳理，系

统地检视了自我与现实、自我与内心、自我与亲人

的关系，《集杜诗》独特的结构与小序也一再表明

这是一组精心安排的文天祥的一生自传。文天祥向

杜诗再三致敬，是他出于现实洗礼后精神升华的需

要。他已经将杜甫的生命感受内化为自我人生的一

段文本，完成了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塑。如同裁剪融

化杜诗而为自己的诗歌那般，杜甫的那段特殊经历，

以及由此生发的忧世报国、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成

为了文天祥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性情同”

而“言语为吾用”，因“言语为吾用”而更显“性

情同”，一个巨大的精神互文网络，在两位伟大诗

人之间蔓延。从这个意义上说，《集杜诗》的作者

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是文天祥和杜甫的合

作。诗句互文与精神世界互文由此彼此重叠，真正

让《集杜诗》脱离了一般的文字游戏，杜甫“流离

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47］的“诗

史”精神得以贯穿于集句之中，饱含文天祥人生苦

难和历史思考的集杜典范得以完成。

总之，《集杜诗》的多重文本张力，赋予了该

作特有的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形成了震撼人心的

易代“诗史”，成为了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独特风

景；特别是它所承载的宝贵的民族精神，凛然肃迈，

彪炳史册，堪称我国文化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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